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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蔣中正長子、留蘇、江西地方行政（三青團江西支部）

蔣中正有計劃的培養：外交、政治、軍事、教育、青年。

建立蔣經國在黨政事務的基礎。

蔣經國的努力：外交特派員、青年軍、政校教育長、黨
團合併、上海經濟管制。

建立個人的系統，贛南、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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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1945年6月，隨宋子文參與中蘇條約談判。

 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強，蔣經國的蘇聯背景。

 1945年10月，就任東北外交特派員，12日抵達長春，處理接收事宜。

 1945年12月25日，為協商接收東北事宜，應史達林之邀訪問蘇聯。

 12月30日，抵達莫斯科，與史達林第一次晤談，進行了1小時又40分。

 談話重點：國共關係、如何加強中蘇兩國關係、東北問題、如何阻止日本再起等。

 1946年1月3日，與史達林第二次晤談。

 重點：如何處理日本在東北的企業、對蔣接受美援的看法、中國未來的民主模式等。

 1月5日，搭機離莫斯科，攜帶史達林致蔣介石函。

 14日下午，抵達重慶，向蔣中正陳報與史達林晤談情形，並呈遞訪俄報告書。

 1月31日，蔣中正預定調蔣為外交部亞西司長。

 1947年12月9日，行政院舉行第三十三次會議，通過「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蔣經國呈
請辭職，應予免職。」



政治

1946年11月2日，獲遴選為中國國民黨參與制憲國民大會
代表。

制憲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協助處理新疆問題：12月6日，
報載出席制憲國民大會新疆省代表阿合買得江等有改新疆
為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自立國旗、要求中央軍退出新疆等
提案，蔣中正命蔣經國往勸其勿提。並偕阿哈買提江及新
疆國大代表，赴杭州、北平、天津等地遊覽。

1948年2月26日，蔣中正自牯嶺返回南京，即約見先生、
吳鼎昌、張嘉璈、王世杰等，聽取外交、經濟及政治報告。

3月23日，與沈昌煥、周宏濤、夏功權商洽研擬「侍從組
織」。



對黨政意見
 1948年5月1日，「李之當選為副總統，實為我最大之恥辱，尤其見韋永成等

驕氣之高，絕非有血氣者所能忍受。但為求今日問題之解決，似應重理智而
不重情感，並須堅定步法而不亂。今後國家必將多事，最艱難之鬥爭恐亦將
始自今日矣。關於黨之改組問題，兒於今晚曾與果夫、立夫二兄作詳細之商
談，擬於明日繼續再談，俟有結果再呈報大人做參考。今有意見與報告數項
呈述於下。一、李宗仁決不可再回北平，如行轅一時不擬撤銷，應即派他人
上任。二、在此次大會中，與我採取對立態度之官吏與黨務人員如張宗良、
黃宇人等、羅霞天、劉誠一之類應設法嚴辦，凡採取動搖態度者應予淘汰。
三、在大會中有不少同志之表現極為忠誠，無論黨方或團方之幹部應舉行一
次共同之集會，並請大人做懇切之訓詞。四、立法院院長仍以孫科先生擔任
為宜，最好召開中常會決定，由黨提出孫為立法院院長，其餘黨員不得自由
競選。五、目前各方面皆紛紛組織各種政治性團體，如建國協會、憲政促進
會等，此種現象之繼續發展，後患甚大，中常會似應有决議，凡黨員不應在
外組織政治性之團體。六、立法院方面之選舉糾紛，最好由大人表示凡本黨
黨員參加立法委員競選者，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人。七、對民、青兩黨似
不應再作任何之讓步，對於重大問題應採取嚴厲之態度而對之。」



婉拒出任組織部長
 1948年5月4日，「大人徵詢擔任組織部長一節，經再四思維，值此堅苦危亂

之際，自應量力以為。蓋若干年來，兒對於工作從未為之選擇，且亦無任何
顧慮，但今日為大人計，為本黨計，似又不能不作以下之考慮。一、最近共
匪以國民黨稱為『蔣黨』，如以兒擔任組織部長一職，恐將授共匪在宣傳上
以口實。二、黨內派別日見分歧，如兒出任斯職，外間必將認為大人除兒以
外，再無可信任之人，恐使紛爭之象更為加劇。三、黨內幹部對大人不滿之
傾向似日漸滋長，此舉未必為彼等所接受，若勉強行之，必將引起更大之阻
礙。四、兒過去在青年團之失敗，固因環境之惡劣有以使然，但兒之不善於
黨派之鬥爭以及人事之應付，亦為失敗原因之一，此乃兒不得不自反者也。
基此各項原因，黨的工作如再次失敗，則兒將不復再有抬頭之機會。即大人
有栽植之心，恐亦未必有可能者，茲經深思之後，試擬改組人事如下，未識
可否。一、中央黨部秘書長由張厲生先生擔任；二、組織部長由谷正綱先生
擔任；三、內政部長如無適當人選，似可由唐縱同志擔任；四、社會部長由
鄭彥棻同志擔任，並透過社會部以形成新的力量。至兒今後之工作，究在中
央抑或地方，當請大人權衡輕重予以決定。兒個人之願望甚想從事地方行政
工作，但深慮國內環境日見惡劣，在大人處此國事憂慮叢集之時，實不願遠
離大人膝下而遠行，一切皆請大人決定，兒必惟命是從。」



參與黨務改造

 黨團合併參與黨務

 1948年8月3日晚，「與經兒談黨務改造方針」。

 1948年8月6日，致函蔣中正：「附件乃一九二四年土耳其國民黨分裂為兩黨
之結果，或有足供參考之處。本黨之一分為二，兒深感此問題之重大，故擬
從各方面予以考慮也。」

 12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派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1949年3月20日，「下午批示經國新擬組織意見書」。

 6月21日，召開會議，商討情報機構之統一與重建問題。

 7月1日，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一組副組長。

 12月26日，參加蔣中正在日月潭涵碧樓召集討論黨改造問題會議。



經濟
 上海物價管制問題

 1947年10月25日，「前日接奉大人手諭三件，其一為人事組織，其二為成立研究策劃之組織，其
三為上海物價之管制。以上三問題正在研究中，俟草擬完畢後即呈大人核閱。」

 11月7日，「兒留滬二天，除解決黨團有關問題與處理學潮外，並會同宣司令約請專家十一人，
繼續商討上海之物價管制問題，已將基本原則加以確定，將即分部擬定詳細計畫。經過數次之商
討，深感此事之內容，遠不如想像中之簡易，故決定從各方面作縝密之考慮，使此方案能貫澈有
效。」

 12月4日，「一、鐵吾兄與兒所主持之上海經濟問題座談會，關於經濟革新方案在原則上已得有
初步之結論，敬呈大人核閱。大體上如認為可行，則再根據此原則訂定具體之實施辦法。二、上
海方面，關於經濟管制辦法曾發生各種不同之謠傳，並有人故意造謠，謂兒將主持上海之物價管
制工作，此種現象必不利於整個方案之實施，兒已請鐵吾兄注意此事並糾正之。」

 1948年6月20日，「兒於昨日由杭來滬，對於上海經濟問題，擬先作詳盡之研究與調查工作。蓋
此事既嚴重而又複雜，如無適當之對策與充分之準備工作，則一切行動不但不能見效，且必將得
不好之後果，但此一嚴重問題，確已至非解決不可之時矣。上海方面每在物價暴漲之時，各種報
章必散發謠言，謂兒將來滬平物價，一年以來如此者已有四次之多，目前亦然。如此謠言流傳於
民間更盛，此類謠傳，對於今日工作之進行，實有不利之處，故今後在此做事，必更將小心與謹
慎。」



1948年6月20日函



上海經濟管制

 1948年7月1日，拜見蔣中正，聽從指示上海經濟問題處理辦法，及組織上海經濟管制機構；拜
訪行政院長翁文灝，商定在上海組織經濟管制機構。

 7月3日，訪晤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就穩定滬市物價問題有所商談，並傳達蔣中正對於穩定滬
市物價之指示。

 7月28日，致蔣函：「對於一個月來上海方面經濟管制之準備工作，將作初步之檢討。經濟管
制工作卻極重要，兒絕不計個人之地位與成敗，而將盡所有之心力，去完成此一艱難之任務，
但以目前上海環境之複雜而論，且為顧及大人於今日處境之難，兒對此工作願作幕後協助或從
旁襄贊，而不直接出面為宜。兒能出任管制委員會委員之一，同時發表為上海警備副司令，則
對上海經濟管制工作，定將有更大之幫助。區區愚見，敬請大人考量。」

 8月16日，出任上海警備副司令。

 8月22日，就任行政院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擬定經濟督導工作計畫。

 8月23日，俞鴻鈞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並派蔣氏協助督導管制事宜。

 11月1日，發表〈告上海市民書〉，希望各界盡心力，不使投機奸商及匪諜分子控制上海。

 11月5日，獲准辭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之職。召集戡建大隊幹部說明今後之態度與方針。
下午召開檢查委員會，並向督導處工作人員話別。



教育
 青年團於1943年成立中央幹部學校，任教育長。

 1946年，中國國民黨決議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為配合
施行憲政，由國民黨改隸於教育部。1947年2月正式改制，蔣中正兼任校長，段錫朋為教育長，
9月，以顧毓琇專任校長。

 1947年4月教育長段錫朋因病請假，20日，蔣中正派先生為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遭致反
對。

 23日：「兒已遵命正式向教育部辭職。近日來青年軍與青年團之工作皆甚忙錄，惟自政治大學
之風潮發生以來，兒已數夜未得安睡。兒之所思慮者絕非個人問題，乃兒深知大人近年來為國
憂煩之深重，為兒者在事業上既無所建樹，以樂大人之心，如再因兒輩之工作與行為諸問題而
加重大人之憂苦，實為兒不孝之大罪也。故無論做事為人，無不小心翼翼，自勉自勵，在消極
方面不致遭人之批評，在積極方面使工作有所進步。直至今日幸能達此願望，但此次因兒代理
政治大學教育長而發生之學潮，不但使大人煩心，而且有損大人之威望，為兒者不孝之罪大矣。
此事之發生使兒對於本身之處境，以及事業之前得能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實有所警惕也。在此
春間深夜，獨旅寓所，想念大人之辛勞以及我父子處境之苦難，不覺淚下。」

 26日，陳立夫、陳布雷報告蔣中正，政校全體學生悔過，要求校長勿辭，遂入校就職。

 1948年1月21日，出席政治大學研究班畢業典禮，以實事求是訓勉畢業生。



處理學潮問題

 1947年2月23日，「兒今晚在中央政校約請教授數人，談商青年
之思想領導問題。」

 1947年3月9日，「兒於最近二星期之內，曾以全力設法平息滬
平兩地之學潮。共黨企圖煽動第二次學潮之陰謀雖已遭打擊，
但我方之組織尚甚薄弱，而且並未取得主動之領導地位。今後
學潮尚有隨時發生之可能，故擬以加強學校組織為目前之工作
重心。」

 3月15日，「關於平、津、上海之學生運動，已通令各地不作遊
行與罷課之舉動矣。兒今晚召集留京之幹校教授談話，商談改
進政治大學校務之意見。」

「在學生運動方面，目前正在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護權聯合會』
並可將此組織打擊共方之所謂『抗美暴行聯合會』」



處理學潮問題

 1947年5月5日，「兒對於解決學潮所採取之原則，除臨時設法應變外，積
極從事於爭取組織上的領導，預計在暑假之前完成此項之初步工作。至於
教授要求加薪一事，近來兒常與南京各大學教授私人來往，目見一般家庭
生活之苦痛，實心有所不忍。故深望政府在可能範圍內，對教授之待遇能
加以調整。兒定本週內召開大學生（南京各校）團員代表會，下星期擬在
上海召開同樣會議，商討學校團務（秘密活動之方針）及建立外圍組織諸
問題。」

 6月15日：「呈上：甲、利用暑假整頓大學教育之意見書；乙、青年團之
改造方案（其中『對於核心組織的意見』一文因時間迫促，故抄寫甚為潦
草，敬請原諒）；丙、北平小組寄來關於華北當前軍事、政治、經濟以及
黨務改革之意見書三份，敬請大人參考核示。」

 9月11日，「各地大學開學在即，共黨方面必將利用我方之弱點（黨團組
織之不健全以及教育部處理各種問題之錯誤）而發動第二次學潮，兒甚為
此而深憂，故請大人於最近期內召集有關人員對於此事有所指示，並决定
處理今後學潮之辦法。」



與共黨的校內鬥爭
 1947年5月2日：「一、共黨分子於昨日在上海召開學生代表大
會，企圖通過於『五四』，舉行反內戰大遊行，並發表告全國
學生宣言之議案，但結果被我方反對，以三分之二對三分之一
票而否决，但共黨方面仍在積極發動中，兒已派員去滬處理此
事。二、中大教授所發起之『要求加薪，否則罷教』運動，正
在各方面設法平息中。三、目前正在積極布置中央大學學生自
治會之競選，此次選舉我方如能成功，則可把握南京學生運動
之領導權。兒於今晚召集中大之團員同志，再度商討競選計畫。
四、上海暨南及復旦大學皆發現侮辱兒個人之文字與圖畫，指
兒為青年販子、青年騙子與反動的青年頭子，由此可知共黨方
面對兒作有計畫之打擊，使失威信於青年，兒對此則置之一笑
而已。」



與共黨的校內鬥爭
 5月7日：「南京各大學自治會選舉之結果，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大青年團方

面得到成功，而中央大學之選舉因為『系科代表會』（民盟分子佔多數）
不准該校先修班學生投票，故結果以 1583 票對 1398 票（有一千四百人未
投票），我方失敗。此次失敗之客觀原因雖多，如教授方面發起加薪運動，
造成校內不滿政府空氣，再學校當局對於此次選舉始終抱中立態度，但其
主要原因則在平時組織之不健全。兒定今晚召集有關人員對於此次選舉之
經過加以檢討，並擬籌組南京學生聯合會壓制民盟之活動。」

 5月14日，「一、交通大學之風潮，實始於本黨黨內派系之鬥爭，而結果則
被敵黨利用轉移目標，逐漸擴大而至不可收拾。目前雖已告段落，可望平
息，但此種現象實深值注意。二、共黨本定今日發動全上海學生大遊行，
後來經我方之反對並作組織上之控制，此項計畫未曾實現，但罷課遊行之
空氣尚未平息，正在嚴密注意中。三、以目前情勢而論，如此在組織上工
作恐不易平息學潮，於必要時似有拘捕共黨分子之必要。兒正在與宣司令
與吳市長商量此事，並準備關於各大學共黨分子之調查工作。」

 1948年3月8日，主持校友會與聯誼會聯合會報，提出組織青年救國會與青
年救國總隊的主張。



1948年5月14日函



青年軍復員工作
青年軍復員各階段組織的副職或領導。

青年軍的招募由青年團負責，青年軍總政治部中將主任。

 1946年2月26日，軍事復員會議通過設立青年軍復員委員會，陳
誠任主任委員，蔣任副主任委員，研擬青年軍復員辦法。

 4月，青年軍復員委員會改組為青年軍復員管理處，陳誠與蔣任
正、副處長，辦理青年軍復員工作。

以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副處長身分至各地視察青年軍復員工作。

 1946年8月27日，青年軍復員管理處改名為國防部預備幹部管理
處，仍任副處長。

 10月至1947年3月，任國防部預備幹部管理處中將處長。



預幹局局長
 1947年3月，國防部預備幹部管理處改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任局長。

 1947年7月20日，在嘉興主持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局主辦之各大學青
年軍復員學生夏令營入營典禮，參加大專學校四十餘單位，集訓學生
807人。

 12月21日，「全國高中生集訓一時恐不能實施，青年軍各師除參加
戰鬥者，已劃歸孫立人司令訓練，故預備幹部局之業務已經不多，故
兒擬辭去預備幹部局局長之職，專負青年軍聯誼會之工作，不知大人
之意如何？」（210）

 1948年1月2日，呈請辭去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一職。

 1月21日，准辭預幹局局長職。

 1949年4月，預幹局代局長賈亦斌在嘉興策動預幹第一總隊叛變，蔣
經國說：「賈亦斌叛變的事，這是我引為生平一個恥辱。」（1953
年10月28日對總政治部所屬單位主要負責人講詞）



辭職的原因
 1948年2月29日，「兒對青年軍確有未盡責任之處，自應受大人之責備。兒

之所以堅辭預備幹部局局長職務，除因青年軍撥歸訓練處管訓，而高中生集
訓又不能舉辦，故感工作之空泛而辭職。再在預幹局成立之始，兒決定出任
此職，乃為完成第一期之復員工作，並從事第二期青年軍之招收，以上二種
任務今已告一段落。國防部負責人嘗謂『預幹局乃為主席特設之機構』，並
有人在會報上公開表示『青年軍為特殊幹部所領導之特殊部隊』，兒素抱忍
讓隱藏之態度待人處事，故決辭職以表明立場，且更不願使大人因兒之事而
背後遭人之毀謗。深知忍讓與隱藏之態度，不易有所作為，且忠孝亦難能雙
全，兒之一生不望再有其他成就，但願為一孝子而得慰大人之心。兒自辭職
之後，對於青年軍之所見所聞，仍不敢不直呈一切而供大人之參考，最後一
次『有關青年軍重要問題』簽呈，乃考慮再三而定者，其中所提各節，懇求
大人格外加以注意，實為保持青年軍之實力，而敢有此請求。兒自離贛州以
來，精力分散，一事無成，不但對大人無所助，且有增大人憂悶與煩擾之處。
深夜靜思難以自安，每在憂煩之際時，將一切之苦難歸之於命運，其實皆因
努力不足而遭失敗者也。近來兒在京中深居寓所，每日除蒐集材料擬寫一
『東北交涉之回憶錄』外，溫讀王陽明全集頗有心得。」



三民主義青年團
 1946年9月1-12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廬山舉行，報告

青年軍團務工作。當選中央幹事，復被選為第二屆中央常務幹事兼第二處處
長，主管組織和訓練。

 10月1日，就任青年團南京區團長。

 1947年1月21日：「青年團方面之工作始終難以展開，兒本身上之缺點，自
然為不能開展工作之原因，但根本問題則在兒與青年團領導者之基本觀念不
能一致。兒始終認為青年團應為廣大青年群眾之生命與精神所寄託之集團，
繼而成為三民主義革新力量。故無論幹部之選擇與工作之方向，皆應注重於
青年精神之發揮，而青年團之領導者想將青年團變成為少數人之政治資本與
鬥爭工具，故最近來之人事布置（重要人事之調動皆未徵求兒之意見，且多
為兒所素不相識者），以及各種指示無不以派別鬥爭為出發點。陳書記長最
近曾對各級幹部指示謂：『今年為選舉年，選舉譬如作戰，本團未來之戰場
有三，一為國大代表之選舉；二為立法監察委員之選舉；三為省縣參議員之
選舉。』兒意今年青年團如以選舉作為工作之重心，則不但將與黨部發生衝
突，即青年團本身亦必走入官僚化之路而脫離群眾。」



黨團衝突
 1947年3月21日：「目前黨團之間鬥爭甚烈，但多為派系利害之爭，

而並非以革命之成敗為立場。兒不慣亦不願參加任何之派別鬥爭，
一本既定之立場，不顧個人之成敗而努力於本崗位之工作，自慰自
勉，兒心足矣。」

 6月3日：「上海青年團在此次學潮中之表現、幼稚之行動在所不免，
但一般團員及青年軍復員學生，對各種命令執行之忠實以及與共黨
鬥爭，在行動上之勇敢，甚可寶貴。今日被共黨打傷而住院者尚有
十一人，受共黨侮辱公審者四人，因指引警察逮捕共黨分子而被學
校當局開除者二人。至於『毆打』『捕人』本非青年團應為之，事
實出於不得已也，兒以為此次在上海下決心逮捕學生，實為平息
『六二』風潮之重要因素。上海青年團在工作上自有許多缺點急待
改進，但黨部方面利用各種機會挑撥關係，而造成不利於青年團之
空氣，此種自我鬥爭現象，不僅限於上海一地。為集中內部力量起
見，必須做根本之檢討與澈底之改進，至於上海方面，在最近期內
擬即加以調整。」



黨團合併
 1947年6月26日，「兒與彥棻同志擬求黨團合併之初步意見書一份，敬呈大人

參考。」

 7月9日，蔣中正在青年團成立九週年紀念講〈對黨團合併的指示〉。13日，
「兒於本月九日在青年團，恭聽大人沉痛的訓詞之後，對於國事以及本身之
工作曾經數次做澈底之反省，正不知將如何方能盡為兒者之孝道於萬一也。
本想就見聞之所得寫一『如何完成後期革命之意見』，但因日來忙於事務工
作尚未脫稿，今將『蘇聯共產黨清黨辦法』以及『黨團合併問題之材料』三
件敬呈大人參考。」

 7月26日，「關於黨團合併工作，兒已與鄭彥棻同志取得密切聯繫。兒自服務
青年團以來，已將一年毫無成就，為兒自服務黨國以來最大之失敗，未能達
成大人之期望，內心惶恐異常。黨團合併之後，兒願盡一切促成黨之新生，
而在名義上則不想負責，而以目前之人事關係而論，亦以不參加表面上工作
為宜。大人如將青年軍之事業交由兒辦理，則願在三、五年中專心辦理此事，
對國家有所報效也。」

 7月28日，「立夫兄定本星期四來嘉興，兒擬乘此機會在清靜之環境中與其交
換並討論黨團問題之意見。」



黨團合併
 1947年9月12日，「夏令營結束之後，兒曾一人在煙雨樓靜居一
天，對於自己之修養學業與工作曾深加反省，發現錯誤處與缺點
甚多，皆已一一記於日記本中，將來於今年日記寫完之後再呈大
人賜閱。」

「兒於去年出任青年團組織工作時之受人排擠，於今年出任政校
教育長時之遭人反對，如此小事並非兒小氣而不忘於心，而實值
深加研究與注意者也。兒自信本身之一言一行，無時無地不在顧
及大人之處境，並欲為大人爭氣而益加謹慎小心，兒既不能有所
建樹，豈再可因自己言行之不慎，而煩大人之心也。此乃惟兒自
惕之語，今後兒雖不負名義上之責，但對於黨，願從各方面作積
極之貢獻，黨團之統一組織實為大人革命事業中之重大事件。今
日黨團兩方皆能顧大局，而服從大人之命令，各方面加以努力定
可貫澈大人之主張也。」



黨團合併
 9月，黨團合併工作完成。蔣經國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改
任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任組織部組織委員會委員及
訓練委員會委員。

 9月13日，中國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總裁提出之中央執行委
員會常務委員55人，蔣經國列名其中。

 11月20日，「最近兩天內兒曾約集對訓練有經驗之同志，根據
大人有關訓練之新指示，詳細研討訓練之內容方法與方針，同
時指定五人專門研究共產黨之訓練情形，望能擬定一完整之訓
練計畫。」

 1948年1月3日，至南京協辦戡亂建國訓練班。3月24日，約集黃
杰、胡軌、鄭彥棻、余紀忠、李惟果、張一清討論戡建班的工
作與組織問題。



代表蔣中正慰問官兵

 1947年6月15日至瀋陽，16日至四平、長春，17日至鐵嶺、撫順，
18日由瀋陽至鞍山、錦州，19日致函：「兒此次奉命慰問東北
將士，目睹大好江山被匪割據，憤激之情至深，又見人民生活
之慘苦，而一般高級官吏皆發大財滿載回關，故內心中至感痛
苦。在瀋陽，有一政工人員告兒，曰彼曾聽一百姓說：『蔣主
席是好的，他的心亦是好的，但是他用的人是壞的，所以蔣主
席的好心，人家都看不見。』此種民意殊值注意。而本定今午
赴平，但因氣候惡劣未能成行。並利用空閒時間將見聞之所得
寫成『視察東北報告書一份』，敬請大人核閱。」

 6月23日，由東北與華北返回南京向蔣中正報告。



代表蔣中正視察

 1946年12月9日，奉蔣中正指派偕同南京市長沈怡，赴下關南北
馬棚及江邊一帶難胞集中地區巡視。

 1947年1月5日致函蔣中正：「南京米價連日上漲，每担價格已
近一百二十萬圓。兒曾派學生八人赴中華門一帶調查貧民生活
狀況，據報一般人心確因米價高漲而惶惶不安，且有因米價貴
而受餓者，此事對首都之民心影響甚大，請大人即令糧食部設
法抑平糧價，市政府應在貧民區內，舉辦施粥廠救濟貧苦之居
民，以安民心。」

二二八事件隨白崇禧來臺宣慰。3月21日：「關於臺灣之報告，
擬俟中央團部視導人員由臺返京後較有更多之材料時，再作報
告呈閱。」



對蔣中正出任總統意見
 1948年3月26日，「國民大會召開在即，大人出任總統已為一極其自然之事，但兒對

於此事加以再三考慮後，覺得大人如謙辭總統退任行政院長更為適宜。第一，足以
表示在共亂未平前，對國家政治之負責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對全國擁戴出任總統
之謙讓精神（全國民意均一致擁戴大人出任總統，自難強其不選，但如能於當選後
謙辭，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總統，固足發揚我國謙讓古德，尤可於行憲之
前發生政治教育作用）。第三，可以避免行憲初期五院間之糾紛（如能在行憲初期，
大人出掌行政院，使五院之間有一中心，不獨可避免五院間之糾紛，並足為行政立
法之間樹一良好基礎，永奠國家政治之安定）。以上各點為兒之淺見，亦不敢認為
一定正確，惟作大人參考耳。」

 4月14日，仍主張蔣中正不出任總統為上策。致函，「兒對大人在中央全會關於謙讓
總統之訓詞，曾作極詳盡之研究，無論黨方作如何之決定，兒仍認為大人以不出任
大總統為上策。此事不但針對目前之處境，應採取此項決策，即以大人今後在我國
歷史上之地位而論，亦以謙讓總統為是。日內即將公告總統候選人，且兒亦深知大
人處境之難，以及此事之不易得一解決，但為兒者心有所思，不敢亦不得不直呈以
供大人之參考。」

 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中正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



非臺灣不得以立足

 1948年6月26日，「最近二星期以來，兒曾與滬杭等地之負責官
員深談國事，並私訪民間，接近商民工人以至乞丐難民。在各
方面所得之感想殊深。經過日夜之考慮，兒不得不忍痛直呈大
人者，即多數人之心皆惶惶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我政府確已
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除設法挽回危局之外，似
不可不作後退之準備。兒決非因消極或悲觀而出此言，即所謂
退者，亦以退為進之意也。有廣東才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
有抗戰之勝利，而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臺灣似不得以立足，
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畫與準備。兒對此考
慮或有過分之處，但以目前局勢之演變而論，軍事與經濟，並
非無崩潰之可能，實不可不做必要之防備也。為兒者，心有所
思，不敢不直呈於大人之前也。」



隨侍

 1946年4月9-12日，陪同蔣中正飛抵貴陽巡視。

 1946年9月24日，自南京抵達江西南昌，隨侍蔣中正由廬山至贛
州巡視。

 1949年1月起，隨侍蔣中正，自南京、溪口、上海、定海、臺灣、
廣州、重慶、成都。

蔣中正隨侍孫中山在永豐艦的40餘日，《孫大總統廣州蒙難
記》；蔣經國隨侍蔣中正的1949年一年，《危急存亡之秋》。



結語

1948年11月：蔣夫人於1948年11月赴美求援；陳布
雷於1948年11月逝世

1949年變局中，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的相互扶持。

蔣經國在戰後四年的歷練奠定日後在臺灣發展的基礎。

蔣中正培養蔣經國，是否為接班人？


